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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与论辩之间：《墨经》名辩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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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宝祥

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思想形态演变最为剧烈的历史阶段，诸子百家对名实问题的讨论不再局限于

政治、伦理领域。随着《墨经》、稷下辩者以及名家辩者的兴起，论辩成为学术争鸣的主要方式，又因论辩之中常

含逻辑内容，于是论辩上升为“名辩”，继而在稷下学宫的助推下形成名辩学与名辩思潮。《墨经》是墨家名辩学

的集中呈现，后期墨家将逻辑思维与论辩实践相结合、将逻辑准则与论辩方法相结合，并以“辩”为中心构建了

相对完善的名辩体系。《墨经》所论“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是墨家名辩学的基本原理。《墨经》所归纳的

“假”“效”“辟”“侔”“援”“推”之正向推理方法与“止”之反向推理方法，不仅蕴含类比的思维意识，而且具有类推

的逻辑视野。从现代逻辑的视角来看，《墨经》名辩学旨在寻求客观事实、现实经验与逻辑准则、推理方法之间

的互证与平衡，力求将言说、论辩、逻辑的观念融入事实、经验、价值的判断之中，这一理论路径为我们在形式逻

辑的理论体系之外敞开人类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新的可能。

关键词：墨家；《墨经》；名辩；论辩；逻辑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6）01-0029-07

收稿日期：2025-08-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战国中后期名辩思潮研究”（22CZX028）。
作者简介：田宝祥，男，哲学博士，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甘肃兰州 730000），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逻辑”的概念来自西方，中国古代原无“逻

辑”这一词语，但就其实质而言，中国古代确有

“逻辑”的内容。“logic”的最初译名并非“逻辑”，

而是“名学”与“辩学”。比如 A System of Logic 和
Students Elementary Introduction 分别被严复译作

《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又如 Primer of Logic
被艾约瑟译作《辩学启蒙》。如同《史记》以“阴

阳、儒、墨、名、法、道”指称先秦诸子百家中最具

代表性的六家，“名学”“辩学”也被近代以来的

学人用以指代中国的古代逻辑。随着时间的推

移，关于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也由对单个哲学

家与思想家逻辑学说的发掘，逐步上升至对中

国古代逻辑体系的探索与重建。翟锦程指出：

中国逻辑是基于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这一特定

的思想生态，在名实关系、物类关系、象物关系

的基础上，以正名为目的、以类为基础、以推类

为方法，对名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的考察与研

究。中国逻辑通过察实、分物、归类进而正名，

归类的依据是类的同异，基本方法是从名到类、

从类到名的推类，而且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

演变结合在一起［1］。而一旦对先秦逻辑的发展

作纵向的梳理，便会发现：《墨经》、稷下辩者与

名家辩者关于“名”的逻辑观念无不寓于“辩”的

语言活动中。换言之，在先秦时代，凡重视“辩

乎言谈”者，其语言与文本内容中往往蕴含逻辑

的自觉，这一点在《墨经》与后期墨家那里体现

得最为明显。因此，单纯论“名”或论“辩”都无

法穷尽先秦逻辑的思想内涵，那么“名学”与“辩

学”便有合二为一的必要，“名辩学”的说法随即

产生。伍非百指出，名辩学即“研究‘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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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辩’四者之原理和应用，研究‘正名’‘析

辞’‘立说’‘明辩’的规律和有关问题”［2］。曾祥云

进一步指出：中国逻辑史研究之争论的焦点问

题在于中国古代有无“名辩学”以及“名辩逻辑”

是否存在，而强化对于名、辩的理论研究乃是解

决这场纷争的根本途径［3］。从思想史的纵向

看，先秦时代“名学”与“辩学”的合流，主要借由

《墨经》的理论创造得以实现。《墨经》名辩学旨

在借由言说、论辩与逻辑的方式达到明事、明物

与明理之目的，意在辨明是非曲直。正如葛瑞

汉所论：后期墨家生活在社会与思想发生剧烈

变革的时代，而又想把墨子的学说建立在坚不

可摧的基础上，他们在中国思想家中独树一帜，

与古希腊思想家一样坚信所有问题都能够用理

性解决［4］。自《墨经》之后，先秦的“名学”与“辩

学”不再区分，名、辩互为表里、融为一体，言说、

论辩、逻辑、明理的思想内容皆被纳入名辩学与

名辩思潮的范式之下讨论。

一、墨家名辩学的理论背景

就先秦学术思想的发展来看，老子、孔子、

邓析所处的春秋时代可谓百家争鸣的先声，名

辩思潮彼时还未形成。诸子百家的思想形态各

有侧重，如儒家指向政治伦理之学，道家关注生

命境界之学。在价值立场上，与儒家对立的主

要是墨家，与道家争鸣的主要是名家。墨家力

求以“兼爱”取代儒家的“仁爱”，惠施则试图以

“名理”来破除庄子的“玄理”。显然，先秦诸子

百家大多善辩，只是各家对待辩论的态度有所

不同。若说儒、道二家对论辩与逻辑较为漠视，

则名、墨二家对论辩与逻辑更为热衷。墨家不

仅重视论辩与逻辑，而且关注科学与技术，此乃

其与儒、道两家的明显差别。进入战国以后，由

于《墨经》、稷下辩者、名家辩者的兴起以及稷下

学宫的助推，论辩与逻辑的影响与效应不断扩

大，随即产生了名辩学与名辩思潮。而今，谈

“百家争鸣”者较多，论“稷下之学”者较少，论

“名辩思潮”者更少——事实上，名辩学与稷下

学一样，皆是百家争鸣这一思想文化盛况的重

要组成部分。仅从“名辩”与“争鸣”的字面看，

二者之关联匪浅。从常规意义上讲，“争鸣”即

多种思想争相发声，而“辩”是“争鸣”的一种形

式，即通过语言交锋的方式反驳对方，从而确立

本方思想学说的合法性。在先秦的文本中，

“辡”“辧”“辩”“辨”的含义比较接近，彼此之间

可互训、可通用。“辩”的本义为刑律之诉讼与是

非之辨别，引申义则为争论与言辩。诸子百家

中，墨家对论辩与逻辑的研究兴趣最为浓厚，

《墨经》名辩学即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应运而生。

墨家名辩学将逻辑思维与论辩实践相结

合，将逻辑概念与论辩方法相结合，集中呈现于

《墨经》之中。《墨经》包括《经上》《经下》《经说

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经说上》《经

说下》是对《经上》《经下》的注解。《经下》有 83
条内容，其中 41 条涉及逻辑学与论辩术。《大

取》是墨家在哲学、语言学、物理学、几何学等领

域的学说汇集与思想概括。《小取》则具有总纲

的性质，以“辩”为中心构建了相对完善的逻辑

体系，归纳了墨家名辩学的逻辑概念与论辩方

法。《墨经》将论辩与逻辑融二为一，将“辩乎言

谈”视作明辨是非、同异的重要思想活动，并对

论辩活动提出三点具体要求：其一，每一次论辩

必须基于一个共同的对象或话题而展开；其二，

每一次论辩的双方必须围绕此对象或话题形成

彼此对立的观点，且在整个论辩活动中将此观点

捍卫到底；其三，每一次论辩必须分出胜负，判定

的标准在于论辩的逻辑是否严密。《经上》曰：“辩，

争彼也。辩胜当也。”“彼，不两可两不可也。”［5］314

何谓“争彼”？《经说上》举例说：“辩，或谓之牛，或

谓之非牛，是争彼也。”［5］346可见，“争彼”即针对同

一对象，甲说是“牛”，而乙说不是“牛”，两个命题

构成矛盾关系。但“争彼”并非纯粹逻辑层面的

要求，而是《墨经》名辩学的价值追求。《墨经》认

为，论辩一定要有主客双方，必须预设我方的立论

为真而对方的立论为假，而后展开正向论证与反

向推理。《墨经》谓“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

当者胜也”［5］374，只要双方的论题在逻辑上构成对

立，就有决出胜负、逐一辨明的必要，这是后期墨

家名辩学的真精神。

二、墨家名辩学的逻辑准则

《墨经》六篇中《小取》的行文结构最为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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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最能彰显墨家名辩学的逻辑准则。后期墨

家先阐述名辩的目的、阐发名辩的前提、总结名

辩的概念，再将逻辑概念与论辩方法引入生活

实践。正如陈梦麟所述：“这是中国逻辑史上第

一篇划时代文献。它标志着古代中国对逻辑学

的理解，已进入自觉的并具有宏观水平的阶

段。墨家已认识到：认识客观事物，还要有一个

重要条件：思维的自我认识。必须认识人们自

己的思维，必须掌握思维本身的形式和规律，才

能使思维正确反映世界并进行思想交流。这

样，就把人们自己的思维当作思维对象，在认识

领域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方面。”［6］

《小取》云：“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

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

决嫌疑。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

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

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5］415 此段

文字是对墨家名辩学逻辑准则与名辩思维的

系统概括。正如张学智所论，《墨经》借由《小

取》对认知的种类、名的内涵与分类作了深入

思考［7］。具体而言，“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

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

是名辩的功能；“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

比”是名辩的宗旨；“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

出故”是名辩的原理。其中，“名”是名称、概

念，“辞”是判断、命题，“说”是论证、推理。“以

类取”重在归纳，“以类予”重在演绎，“有诸己

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重在类比。关于

“明是非之分”一句，谭戒甫解作：“夫是非分

界，原有定轨，世人妄执，辄起纷争，庄子《齐物

论》意谓是非之有，于言无所依据也。但墨家

不然，谓是非所依据者惟辩。”［8］412 他进一步指

出，“墨家以辩为可以审治乱之纪，故谓计其所

以治乱者为智者之事”；“以同异之处为辩者之

最要者，故须明之”；“天下之君子徒知仁义之

名，而不察仁义之实，殆未尝致力于辩也”［8］413。

在《墨经》看来，是非可分、治乱可察、同异可

知、名实可析的关键在于“辩”，“处利害，决嫌

疑”即“辩”之功能的充分落实与具体发用。至

于“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两句，

谭戒甫另有解读，认为“有诸己不非诸人”旨在

“悟他”，与儒家的“己欲达而达人”意义相近；

“无诸己不求诸人”旨在“自悟”，与佛家的“仗

自力不仗他力”意义相当［8］442。将这两句作对

照理解固然没错，但问题在于，这两句的核心

意旨并不在伦理道德层面，而在逻辑论辩层

面，在于确立双向的论辩意识、树立类比的名

辩思维，即如何在确保辩论正当性的前提下，

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具体而言，如果一个观

点我认同，对方亦认同，那么我不应反驳，因为

反驳对方即是反驳自己；如果一个观点我反

对，而对方认同，那么我应以充分论据说服对

方，而不是将自身观点强加于人。《墨经》以明

是非、别同异作为论辩之根本目的，故以“摹略

万物之然”与“论求群言之比”作为明是非、别

同异的两种进路。所谓“万物之然”，即万事万

物何以成其自身的本然，“摹略万物之然”重在

客观、真实地把握万事万物的本然面目。那

么，如何客观、真实地把握“万物之然”？那就

是“辩乎言谈”。《墨经》之所以强调“辩乎言谈”

的重要性，核心在于言说、论辩不仅可以使对

象内部及对象之间的同一性、差异性得以明

示，而且可以使问题之利弊两面得以呈现——

这正是“论求群言之比”的意义所在。

《小取》所云“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

故”既是墨家名辩学的基本原理，亦是《墨经》

名辩学关于名实问题的重要判定。正如曾昭

式所论：《墨经》逻辑是围绕“名”问题展开研究

的，它是墨家论辩的基础。如果说《小取》是墨

家逻辑总纲的话，那么《小取》的逻辑体系无不

涉及“名实”关系［9］。《小取》所谓“以名举实”有

两层意涵：一是以“名”模拟、模仿“实”，二是以

“名”指称、指代“实”。在《墨经》看来，“名”何

以有效指向“实”？关键在于把握“实”的基本

特质，而准确把握“实”的最优方法莫过于“举”

（模拟）。就《墨子》文本而言，墨家门人中不乏

能工巧匠，木匠做工必不可少的环节便是制作

模具——模具正是对实物的模拟，其制作原理

更是对具体实物的充分抽象。当然，《墨经》的

探索方向更趋向科学技术而非形式逻辑，其理

论贡献亦集中于物理层面而非形而上学层

面。“以辞抒意”即用语句形式承载义理内容，

核心在于以相对完整的语句结构表达实质内

涵——这既体现出《墨经》对语言表达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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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准确性的极高要求，亦表明其语言逻辑与

事实、经验的密切关联。《墨经》的论证多由客

观对象开启，这意味着其论证结果终将回归客

观对象本身，其逻辑方法更多指向经验内容。

“以说出故”重在强调“说”（推理）与“故”（缘

由）的关系。逻辑推理一般有两种走向：一是

向前，即沿逻辑线索正向持续论证、推演直至

得出结论，这在西方形式逻辑中表现尤为突

出，《墨经》亦有涉及；二是向后，即立足逻辑线

索反向持续追溯、追问，直至找到事物何以如

此的根本缘由，这在《墨经》逻辑中体现更为鲜

明，“以说出故”的意涵正在于此。现代逻辑学

认为，命题的论证通常由论题、论据与结论三

部分构成，其中论题已知，论据客观存在，而结

论未知，故整个论证即是一个由已知推出未知

的逻辑展开过程。论证既然是逻辑展开，便要

求论题与论据、论据与结论之间构成必然联

系，否则便无论证可言。《墨经》所论“以说出

故”，正是从名辩逻辑的角度阐明前提、条件与

结论之间的紧密关联。这不仅体现了《墨经》

对人类思维规律的初步探索，而且为其与现代

逻辑学的对话提供了理论契机。

三、墨家名辩学的推理方法

借由《小取》诸篇，墨家名辩学不仅展现了

名辩的思维，揭示了逻辑的准则，而且归纳出多

种推理方法。这既为墨子“十论”提供了有力的

理论补充与逻辑支撑，也使后期墨家在与其他

各家思想的论战中占得先机。《小取》云：“假者，

今不然也。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

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

也。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

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

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

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5］415-416

其中所论“假”“效”“辟”“侔”“援”“推”，可谓后

期墨家名辩学的正向推理方法。胡适指出，

“假”是假设，现在还没有实现；“效”即效法，乃

演绎法之论证；“辟”即“譬”，举他物以说明此

物；“侔”是用那一种辞比较这一种辞；“援”是由

此事推知彼事，由此物推知彼物；“推”乃归纳，

即“观察了一些个体的事物，知道他们是如此，

遂以为凡和这些已观察了的同样的事物，也必

是如此”［10］。冯友兰指出，“假”表示假言命题，

“效”是“某一类事物之所以为某一类事物的标

准”［11］，也是“墨翟所说的第三表的发展”［11］，

“辟”就是举个别之例加以说明，“侔”是形式逻

辑中所说的直接推论，“援”就是“以类取”，“推”

就是“把对方的主张用作类比推论的前提，得出

一个本质上与之相类似但是荒谬的结论，提出

来给对方，看他接受不接受”［11］。在沈有鼎看

来，“假”是提出与现实相反的假设，“效”是在

“立辞”之先提供一个评判是非的标准，再看所

立的“辞”是否符合这一标准，“辟”是比喻，“侔”

是复合式的直接推论，“援”是援引对方所说的

话作为类比推论的前提，“推”是归谬式的类比

推论［12］。在任继愈看来，“或”是特称命题和选

言命题，“假”相当于假言判断，“效”是“将效法模

仿的样式或范本当作公式或标准进行推理”［13］，

“辟”即譬喻，“侔”相当于直接推论，“援”是“援引

前例或对方所说的话作为类比推理的前提”［13］，

“推”是“由已知的事物推出未知的事物，具有归

纳推理的意义”［13］。成中英认为，《小取》中所描

述的假设（假）、遵守规范（效）、依例推理（辟）、

直接推论（侔）、引用先例（援）以及类比推论

（推）［14］，既关乎推理活动，又属于论辩形式，通

过它们可以组织并归纳广泛经验，进而获得知

识和真理。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及现代逻辑理论视角，

我们可对《墨经》所论“假”“效”“辟”“侔”“援”

“推”的正向推理方法进行如下阐释。“假”取假

设之义，即虚拟一种可能发生或不可能发生的

情况以支撑我方论辩，这不仅涉及论辩与逻辑，

还涉及时态与语法。《经说下》曰：“假必非也，而

后假。”［5］360《墨经》所谓“假”，即假设与事实相悖

的情况。换言之，是否合乎事实是《墨经》判断

真假的基本标准：与事实相符为真，反之则为

假。“效”是墨家论辩与逻辑推理的基本范式。

在《墨经》看来，无论认识活动还是实践活动，皆

有一定范式可循。与“效”的范式相合，则思之

有益、为之有益；与“效”的范式相悖，则思之无

益、为之无益。“辟”即譬喻，指列举其他对象来

说明此对象。就语言层面而言，“辟”是修辞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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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论辩层面而言，“辟”则为论证方法。先秦

诸子百家中，庄子、孟子、荀子亦长于譬喻，但庄

子更重玄思缠绕，孟子更重气势铺陈，荀子更重

立论叠加，而《墨经》更重逻辑推进。“侔”即类

比，一般指向两个同类的句式或命题。人类对

逻辑概念与方法的运用，往往始于类比，《墨经》

名辩学亦是如此。在《墨经》论辩体系中，“侔”

是比“辟”更为高级的推理方法，最能体现类比

思维。“援”是用对方抨击我的方法反过来抨击

对方，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亦可援引对方

确信的例证反驳对方，使对方言论自相矛盾，从

而占据论辩上风。“推”比“侔”“援”更进一步，从

对方立论的依据或前提出发，若对方求“同”，则

“同”中取“异”；若对方求“异”，则“异”中取

“同”。总之，使对方论辩的前提、论据与结论产

生矛盾，即可说达到“推”的论辩效果。

《墨经》总结墨子及其门人的反驳技巧，形

成“止”的反向推理方法。《经上》曰：“止，因以别

道。”［5］317《经说上》释曰：“止：彼举然者，以为此

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5］354《墨经》所谓

“止”的推理方法，以现代逻辑学语言表述，即对

方给出一个全称判断，我则举出反例加以反

驳——反例存在，即说明此判断并不尽然；若不

尽然，便不可谓全称判断。《经下》又曰：“止，类

以行人，说在同。”［5］318《经说下》释曰：“止：彼以

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

其然也。”［5］355《墨经》认为，“止”与“类比”相结

合，最能产生反驳效果。以形式逻辑表示：若A
和 B为一类，承认A就不能不承认 B，反之，否定

A 就间接地否定 B；在具体辩论中，若甲认为 A
正确、乙认为B正确，因A与B为一类，甲不能反

驳乙，否则会自相矛盾。现代逻辑学的论证主

要有证实和证伪两种基本方式，在孙中原看来，

后期墨家在争鸣辩论中采用了多种推理方法，

其中矛盾律与归谬类比理论最为有效［15］。归谬

属于证伪的一种，其在《墨经》名辩学体系中反

复出现，发挥了重要的理论作用与实践效果。

墨家名辩学归纳的推理方法不仅蕴含类比

的思维意识，更具有类推的逻辑视野。从现代

逻辑学视角看，类比主要强调命题内部的逻辑

关系，类推则侧重命题与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故在理论层面，类推较之类比更为深入。周北

海认为，《小取》的主线可以概括为“辩—说理—

侔式说理—侔式推理”［16］。张晓芒亦指出，《小

取》的名辩逻辑属于中国古代逻辑范式发展的

重要环节，其意义在于注重事物类属性、类事理

的相似性或同一性，表明了思维的确定性认识，

使之具有了法则的一般规律的意义，使类推思

维方法的逻辑性越来越明显，推理功能越来越

显著［17］。在《小取》归纳的推理方法中，“侔”

“推”即有类比、类推的逻辑指向。从“侔”到

“推”、从类比到类推，《墨经》在推理方法应用上

愈发注重语言逻辑的整体性——往往由事实判

断导向价值判断，在展开语言逻辑的同时引入

价值论立场。这既是《墨经》的理论特质，亦是

其有别于现代逻辑与形式逻辑之处。《墨经》在

归纳诸种推理方法的同时，还给出了相应的条

件限制与应用说明。在《墨经》看来，要通过类

比达到认清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质效果，以及说

理、明理之思想目的，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即

所选择的类比对象之间具有相似性或充分相关

性。换言之，运用“侔”之类比方法的前提，是被

类比对象具有某方面共性。论辩亦是如此，若

类比、类推不当，结论的有效性必定大打折扣。

后期墨家在与各家后学论辩时即有此种自觉，

《墨经》构建名辩理论时对此亦有说明。《小取》

曰：“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辞之侔也，有所

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

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

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

辞，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

不审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

不可偏观也。”［5］416-417沈有鼎对此这样解读：使

用“辟”“侔”“援”“推”诸种推理方法时须审慎，

立言有不同的范畴，有不同的特殊性或本质，

有不同的条件或理由，不能偏执其一以概其余［18］。

此解贴合后期墨家原意。《墨经》认为，若要知

晓事物何以如此，必然要追寻其根本原因；甲

与乙形态相同，并不意味着二者形成原因一定

相同。故“辟”“侔”“援”“推”之论辩方法在运

用时，亦必须依循“效”的基本范式，不可一味

追求论辩结果而忽视论证、推理的前提条件。

在运用譬喻、类比、反证、归谬等方法时，《墨

经》名辩学讲求举例恰当、概念有效、语言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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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名实一致，主张对观点与论据多维考察、反

复验证，从而保证推理的有效性、客观性。

四、墨家名辩学的现代启示

由上可知，墨家能在诸子百家中居于“显

学”地位，一方面取决于“十论”思想的独特价值

与丰富内涵，另一方面则得益于论辩层面的方

法优势与逻辑层面的理论优势。墨家由墨子发

展到《墨经》，既对论辩的概念、准则与方法做了

系统归纳，亦对论辩这一语言与思维活动本身

进行深入反思。后期墨家作为墨家学说的继承

者，充分发挥集体智慧，从逻辑、论辩层面推进

墨学，由此诞生了中国逻辑史上第一部名辩学

著作——《墨经》。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广义的

名学或可涵盖孔子“正名”思想、老子“有名”“无

名”观念与荀子“名”论，亦可包含孟子与告子的

论辩、庄子与惠施的论辩，但真正意义上的名辩

学，主要指向后期墨家之《墨经》、稷下辩者以及

惠施、公孙龙所代表的战国中后期名辩思潮。

稷下辩者与惠施、公孙龙等能在名辩思潮中占

据重要位置，除受百家争鸣时代风气的有力推

动外，更得益于《墨经》名辩学所提供的逻辑准

则与推理方法。战国中后期《墨经》名辩学所开

启的名辩思潮不仅提升了先秦知识分子与“士”

阶层的语言表达能力与逻辑分析能力，更推动

了中国古代论辩术与逻辑学的发展。

从比较哲学与现代哲学的视域看，如果说

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式逻辑之特点在于价值、

事实、经验与逻辑相分离，那么《墨经》名辩学之

特点则在于价值、事实、经验与逻辑相融合。形

式逻辑本身不预设价值立场，或在价值判断上

保持中立，其以客观的数学原理与科学原则为

依据和基石，追求推理的形式化与普遍化。以

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现代逻辑学已然成为当前人

们进行逻辑思维与逻辑判断的主要理论工具，

此乃不争之事实。较之现代逻辑，以《墨经》为

代表的传统逻辑总体上更强调实用性与应用

性，即便涉及学理层面，也主要聚焦于概念与对

象本身，而较少关注思维的形式。崔清田亦认

为，《墨经》所代表的推类是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

类型。推类是以类同为依据的推理，有类比推理

的逻辑性质，有重内容、轻形式的特征［19］。因此，

在反观与解读《墨经》以及整个先秦名辩学的逻

辑内容时，不应盲目拒斥现代逻辑学与西方形

式逻辑学，而应充分利用其形式论证之优长。

只要以尽可能客观、理性的态度分析与评估，自

家学问之独特性不仅不会湮灭，反而会焕发出

新的光芒。正如劳思光所言：“一种研究方法或

工具本身的出现，虽有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但它

所处理的问题，却并非如此。虽然显微镜在古

代并不存在，而且又是欧洲人发明的，却并不影

响我们凭借它来解释古代非洲的细菌。同样的

理由可以说明我们运用西方哲学解析的正当

性，我们既可以运用显微镜来观察中国人体内

的细菌，也可以用思想上的显微镜，来观察中

国人的思想。”［20］晋荣东进一步指出，从方法论

层面讲，完整的“据西释中”理应包含相互联系

的两个环节：一方面，在研究名辩时，可以运用

逻辑的术语和理论来印证、解释，以重构中国

名辩；另一方面，在印证、解释和重构时，必须

实事求是地比较二者，避免简单附会和过度诠

释［21］。这意味着在研究态度上，一切西方的、

现代的逻辑方法皆可作为《墨经》与战国中后

期名辩思潮研究的参考，但在研究路径上，不

可用形式逻辑的范式、方法统摄一切，面对具

体逻辑问题应尽可能选取与之相适的研究方

法。形式逻辑反对在命题推理中融入主观意

志，亦反对推理过程被具体事实与经验内容所

影响，但逻辑学终究要直面人的问题。逻辑学

的理论体系要向前发展、趋于完善，必然涉及

形而上的超越思维以及形而下的感觉经验，这

便超出了形式逻辑的适用范围。从广义逻辑

学的角度讲，对超越思维、感觉经验层面之问

题应对较好的，正是被冠以“非形式逻辑”之名

的实证逻辑、辩证逻辑以及《墨经》所代表的名

辩逻辑——它们显示出在形式逻辑之外敞开人

类精神世界的多重可能性。

通过研究墨家的名辩学，把握墨家的名辩

概念与名辩方法，可以发现，名辩思潮背景下

的墨学与名学堪称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之高

峰。全面评估《墨经》名辩学的学术地位、学理

特征、思想内涵与历史影响，不仅对于明晰中

国古代名辩学、逻辑学的概念结构与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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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裨益，而且对于实现跨时空的思想对话、

构建古今思维方式的互通机制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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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Logic and Debate：The Principles，Methods，and Insights of
the Mohist Canons’Logical Discourse

Tian Baoxiang

Abstract: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were the most dynamic historical stages of
ideological evolution in the pre-Qin era. The discussions on the issues of“name and substance”by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expanded beyond politics and ethics.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Mohist Canons， the debaters of the Jixia
Academy， and the logicians， debate became the primary mode of academic discourse. As debates often incorporated
logical content， they evolved into “substance and logic debate” ， which gained further momentum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the Jixia Academy. The Mohist Canons is a concentrated representation of Mohist’s substance and logic
debate. Later Mohist integrated logical thinking with debate practice，combined logical principles with debate methods，
and established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substance and logic debate focused on“debate”. The principles of

“elevating names to illustrate realities， using language to convey meaning， and explaining causes through discourse”
discussed in the Mohist Canons are the fundamental tenets of Mohist substance and logic debate. The forward reasoning
methods， including “hypothetical”“imitation”“analogy”“parallelism”“citation” and “inference”—as well as the
reverse reasoning method“cessation”，embody both the mindset of analogy and a logical perspective of infer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logic， the substance and logic debate in the Mohist Canons aims to seek mutual verification
and balance between objective facts， practical experience， logical principles， and reasoning methods. It aims to
integrate the concepts of discourse， debate， and logic into the judgments of facts， experience， and values. This
theoretical approach opens new possibilities for exploring the human spiritual world beyond the formal logic theoretical
system.

Key words: Mohist School；the Mohist Canons；substance and debate；argumentation；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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